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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和结构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匡小平 谈慧娟
1
 

【摘 要】：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而财政支出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障。财政支出政策产生的

效应有助于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于 2014—2018年江西省 11个地市的面板数据，从

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视角对财政支出政策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规模与贫困发生率呈显

著的负相关关系，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医疗卫生支出的减贫效应最大，其次是人均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农林水事务支出。在后脱贫时代，应加大政府扶贫的投入规模，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强

化金融扶贫投入，优化财政扶贫支出结构，健全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体系，统筹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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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中国逐步完善扶贫政策体系，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扭转了过去 50 多年世界贫困

人口一直上升的趋势，为世界减贫和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进入新时代，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使命和时代责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时

代的历史方位，创造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和基本方略，拉开了新时代财政扶贫工作的序幕。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之年，也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扶贫功能，

有助于建立起一套适合现实国情的财政扶贫政策体系，推进中国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探索出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举措。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财政减贫，主要包括财政减贫的作用、问题、现状、效应分析、对策建议等，并取得

较为丰富的成果。程丹峰等认为，财政减贫能力最强，减轻和消除贫困是公共财政的职能所在，政府主导下的财政减贫是中国

模式反贫困的核心要素，能够改变贫困人口的教育、卫生以及营养状况。[1]Kenworthy强调财政支出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

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减贫方面具有协同影响作用。[2]王艳等认为财政扶贫资金的不到位、地方财政的不足等严重影响农村贫困问

题解决的进度与效益。[3]史倩如认为，中国财政支出存在结构和地区上的差异，支出结构不合理。[4]冯华认为，产业扶贫中扶富

不扶贫现象时有发生，产业发展面临着较大的资金瓶颈问题。[5]张刚等发现，基础设施的薄弱和产业结构的单一导致资源消耗与

经济增长不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
[6]
邓悦等研究表明地方财政支出显著地促进了经

济发展[7]。林伯强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各类公共支出对农村生产率的增长都有促进作用的结论，特别是对农村教育、水利、公路等

基础设施的投入都有显著的减贫效应。[8]王小娅研究发现，除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外，农林水事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基本建设支出对贫困地区减贫都具有显著的影响。[9]秦建军等认为增加财政支农资金能够对农村减贫产生明显的效果。[10]倪志良

等提出，进一步强化财政对农村和民族地区的支持，发挥各种资金的合力效应，加大教育与培训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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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能力。[11]邓小海认为，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激活财政资金存量。[12]杨颖提出要促进特困地区全域

发展、彰显特色产业优势。[13]李永友等认为，财政支出配置应向低收入人群倾斜，通过增加基础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以及社会

保障支出等降低社会的相对贫困水平。
[14]
 

综上所述，财政支出能有效减少贫困已成共识，但财政也不是万能的，什么样的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能够产生最大的减贫

效应，学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且较少用完整的财政支出分类数据进行研究。因此，笔者利用面板回归分析模型从财政

支出规模和结构的视角，研究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果，探索适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财政扶贫对策，让财政扶贫支出发挥尽可能

大的效益，为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统筹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数理支撑和政策启示。 

江西省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和欠发达地区，底子薄弱、发展不足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十分突出，属于全国脱贫攻坚主战

场之一。全省 100 个县（市、区）中，原中央苏区县 58 个，贫困县 25 个，罗霄山连片特困县 17 个，“十三五”贫困村 3058

个，其中深度贫困村 269个。2013年底，江西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28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 8249万人的 4%，贫困发生率 9.21%，

高出全国贫困发生率 0.7%。截至 2018 年底，该省贫困人口减至 50.9 万人，占同期全国贫困人口 1660 万的 3.1%，贫困发生率

降至 1.38%，比全国贫困发生率低 0.32%，贫困发生率也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无论是从贫困现状，还是从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效，

抑或是从脱贫攻坚采取的重要举措，分析江西省财政扶贫政策效应都是具有一定代表性和说服力的，能够较好地反应财政扶贫

政策现状。 

二、财政支出规模减贫效应分析 

（一）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必须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变量，贫困发生率是评价减贫效应的核心指标，因此选择贫困发生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财政支出是影响农村脱贫攻坚的重要因素之一，财政支出作为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可以提高市场资源配置

效率，弥补市场失灵，引导资源流向，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缓解贫困，因此核心解释变量选择财政支出规模是合理的。同时选

择与“两不愁三保障”相关的指标，即人口规模、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师生占比、人均卫生医疗专业技术人数作为控制变量。 

（二）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财政支出规模的减贫效应，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poorindexit代表 t 时期 i地区的贫困发生率，czzcit代表 t 时期 i 地区的财政支出规模，peopleit代表 t时期 i地区

的人口规模，nckzpit代表 t时期 i 地区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sszbit代表 t 时期 i 地区的师生占比，wsrszbit代表 t时期 i地

区的人均卫生医疗专业技术人数，εit代表随机效应的扰动项。 

（三）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鉴于 2014年是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的启动之年，笔者选取 2014—2018年中部地区江西省 11个地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被解释变量贫困发生率数据来源于江西省财政厅、扶贫办公室、江西省各地市政府信息公开数据。核心解释变量财政支出规模

以及控制变量人口规模、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师生占比、人均卫生医疗专业技术人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江西省各

地市统计年鉴以及 EPS数据库。为了消除异方差影响，对于非比率的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3 

所示。 

表 1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oorindex 55 0.03 0.022 0.004 0.118 

lnczzc 55 14.97 0.581 13.955 15.964 

lnpeople 55 15.04 0.694 13.953 15.976 

lnnckzp 55 9.45 0.208 8.846 9.799 

lnsszb 55 0.04 0.002 0.035 0.044 

wsrszb 55 0.01 0.007 0.006 0.032 

 

（四）回归结果分析 

表 2 第（1)—(3）列分别代表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通过豪斯曼检验和 Wooldridge 检验结果显示

数据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因此，应该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利用 Driscoll-Kraay标准误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调整，

具体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为进一步明确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协调关系，选取了财政支出规模与控制变量进行交互

项分析，第（4)—(7）列分别代表添加了财政支出规模与人口规模交互项、财政支出规模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交互项、财政

支出规模与师生占比交互项、财政支出规模与人均卫生医疗专业技术人数交互项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和稳健性检验代表

的经济含义如下。 

1.财政支出规模与贫困发生率呈明显的负向关系，且财政支出规模是降低贫困发生率的最核心因素。 

表 2财政支出规模减贫效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lnczzc 
-0.02 

(-1.47) 

-0.033* 

(-1.81) 

-0.033*** 

(-4.46) 

0.333* 

(1.82) 

0.340** 

(2.22) 

0.015 

(0.27) 

-0.025 

(-1.05) 

Inpeople 
0.022 

(1.30) 

1.164*** 

(5.44) 

1.164*** 

(6.10) 

1.425*** 

(5.85) 

0.017 

(1.10) 

1.238*** 

(5.37) 

1.254*** 

(4.61) 

lnnckzp 
-0.085*∙* 

(-4.99) 

-0.136*** 

(-5.75) 

-0.136*** 

(-6.62) 

-0.130*** 

(-5.64) 

0.476** 

(2.00) 

-0.137*** 

(-5.78) 

-0.144*** 

(-5.13) 

lnsszb 
-0.749 

(-0.83) 

-3.668*** 

(-3.60) 

-3.668*** 

(-3.88) 

-2.491** 

(-2.18) 

0.460 

(0.48) 

15.169 

(0.71) 

-3.362*** 

(-2.87) 

wseszb 
0.773* 

(1.14) 

-0.711 

(-1.31) 

-0.711* 

(-1.84) 

-0.529 

(-1.00) 

0.743* 

(1.91) 

-0.651 

(-1.19) 

6.220 

(0.49) 

lnczzc× 

lnpeople 
   

-0.024* 

(-2.01) 
   

lnczzc× 

lnnckzp 
    

-0.038**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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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czzc× 

lnsszb 
     

-1.274 

(-0.88) 
 

lnczzc× 

wseszb 
      

-0.460 

(-0.55) 

常数项 
0.895*** 

(5.00) 

-15.551*** 

(-5.02) 

-15.551*** 

(-5.64) 

-19.644*** 

(-5.44) 

-4.505** 

(-1.97) 

-17.362*** 

(-4.66) 

-16.963*** 

(-4.18) 

N 55 55 55 55 55 55 55 

R2 0.77 0.88 0.88 0.89 0.77 0.88 0.88 

F-statistic - 55.105 1.87e+05 50.167 6.430 45.787 45.145 

Hausman Test 24.11(0.001) F(5,10)=187082.03*** Wooldridge检验 0.014**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值为 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核心解释变量财政支出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033，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增加 1 单位财政支出规模，贫困

发生率就会降低 0.033 个单位。随着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加，对农村地区的农业发展生产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创新均

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进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扩大了社会总需求，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得以提高，农村贫困地区的生产

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明显提升，从而有效降低了贫困发生率。 

2.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为 1.164，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是由于人

口基数越大，贫困发生率可能就越高。 

3.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师生占比、人均卫生医疗专业技术人数与贫困发生率均呈负相关关系，它们的回归系数依次为

-0.136、-3.668、-0.711，并且分别在 1%、1%、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因此，通过加大财政投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

会的发展，提升产业扶贫的效益，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贫困地区卫生、医疗、教育条件可以

达到减轻甚至消除贫困的目的。 

4.由表 2 回归结果可知，交互项系数均为负数，系数大小有所改变。因此，可以认为核心解释变量财政支出规模是降低贫

困发生率的重要因素,但也受到控制变量的影响。 

三、财政支出结构减贫效应分析 

（一）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依然选择贫困发生率。选择地方财政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

出和农林水事务支出作为度量财政支出结构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反映各地市财政支出的真实水平，分别除以当地总人口对其进

行平均化处理，依次得到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人均教育支出、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人均农林水

事务支出。控制变量选择人口规模、师生占比、人均卫生医疗机构占比。为了消除异方差影响，对于非比率的变量均进行对数

化处理。 

（二）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财政支出结构的减贫效应，设定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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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oorindexit代表 t 时期 i 地区的贫困发生率，av＿ggfwzcit代表 t 时期 i 地区的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av＿jyzcit

代表 t 时期 i 地区的人均教育支出，av＿sbjyzcit代表 t 时期 i 地区的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av＿ylwszcit代表 t 时期 i 地

区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av＿nlszcit代表 t 时期 i 地区的人均农林水事务支出，peopleit代表 t 时期 i 地区的人口规模，sszbit

代表 t时期 i地区的师生占比，wsjgszbit代表 t时期 i地区的人均卫生医疗机构占比，εit代表随机效应的扰动项。 

（三）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仍以 2014—2018 年江西省 11 个地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如同前文所述，主要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

表 3所示。 

表 3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oorindex 55 0.03 0.022 0.004 0.118 

av_ggfwzc 55 0.09 0.029 0.044 0.166 

av_jyzc 55 0.16 0.022 0.124 0.209 

av_sbjyzc 55 0.13 0.038 0.066 0.238 

av_ylwszc 55 0.09 0.018 0.061 0.142 

av_nlszc 55 0.11 0.019 0.065 0.149 

lnpeople 55 15.04 0.694 13.953 15.976 

lnsszb 55 0.04 0.002 0.035 0.044 

wsjgszb 55 0.003 0.003 0.001 0.014 

 

（四）回归结果分析 

表 4 第（1)—(3）列分别代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修正标准误的随机效应模型,根据豪斯曼检验和异方差 Wald

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应当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且数据存在一阶序列相关，故应当采用面板修正标准误的随机效应模型较为合适，

具体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为进一步明确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协调关系，选取了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与人口规模、人

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与人口规模、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与人均卫生医疗机构占比的交互项，研究交互项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

第（4)—(6）列分别代表添加了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与人口规模交互项、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与人口规模交互项、人均

医疗卫生支出与人均卫生医疗机构占比交互项的随机效应模型，实证结果和稳健性检验表明的经济含义如下。 

表 4财政支出结构减贫效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6 

av_ggfwzc 
-0.001 

(-0.01) 

0.092 

(0.63) 

-0.2749* 

(-2.27) 

2.900 

(1.11) 

-0.280 

(-1.62) 

0.107 

(0.71) 

av.jyzc 
-0.595*∙* 

(-4.36) 

-0.511*** 

(-3.81) 

-0.241* 

(-1.76) 

-0.288* 

(-1.71) 

-0.027 

(-0.13) 

-0.511*** 

(-3.59) 

av_sAjyzc 
0.049 

(0.44) 

0.082 

(0.79) 

0.128 

(1.56) 

0.049 

(0.39) 

2.123 

(1.01) 

0.077 

(0.71) 

av_ylwszc 
-0.503*∙* 

(-2.80) 

-0.405** 

(-2.37) 

-0.431*** 

(-2.92) 

-0.317 

(-1.33) 

-0.585** 

(-2.46) 

-0.368* 

(-1.88) 

av.nlszc 
-0.192* 

(-1.94) 

-0.192* 

(-1.94) 

-0.141** 

(-2.30) 

-0.109 

(-0.91) 

-0.084 

(-0.63) 

-0.188* 

(-1.88) 

Inpeople 
0.646** 

(2.45) 

0.018* 

(1.95) 

0.015*** 

(5.36) 

0.030** 

(2.06) 

0.032* 

(1.67) 

0.019* 

(1.68) 

lnsszb 
0.292 

(0.20) 

-0.125 

(-0.09) 

0.468 

(0.85) 

0.297 

(0.22) 

1.224 

(0.91) 

0.062 

(0.05) 

wsjgszb 
-0.477 

(-0.99) 

-0.322 

(-0.65) 

-0.039 

(-0.10) 

-0.075 

(-0.11) 

0.394 

(0.44) 

0.970 

(0.37) 

av_ggfwzc× 

lnpeople 
   

-0.206 

(-1.17) 
  

av.sbjyzc× 

lnpeople 
    

-0.135 

(-0.93) 
 

av.ylwszc× 

wsjgszb 
     

-12.912 

(-0.51) 

_cons 
-9.540** 

(-2.42) 

-0.111 

(-0.69) 

-0.112** 

(-2.11) 

-0.341 

(-1.37) 

-0.422 

(-1.33) 

-0.135 

(-0.72) 

N 55 55 55 55 55 55 

R2 0.83 0.80 0.77 0.78 0.70 0.80 

chi2 508.22 157.57 508.22 86.00 61.58 165.30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Hausman Test 13.69(0.188)   
异方差检验 

Wald检验 
80.56(0.000)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值为 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1.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与贫困发生率呈现负向关系。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274，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

通过检验。随着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民生工程、安居工程、法治工程等支出有所增加，政府公

共服务效率提高，从而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高，农村地区经济呈现增长态势，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有所提升，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最终减少贫困。 

2.人均教育支出与贫困发生率呈现负向关系。人均教育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241，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随着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力获得收入报酬也有所增加，进而降低陷入贫困的机会概率。 



 

 7 

3.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与贫困发生率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431，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

通过检验。增加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有助于提高群众健康水平，增强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和其他几项支出

相比，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减贫效应最大，主要源于医疗卫生的产出效果最直接也最快。众所周知，目前疾病是贫困人口致贫、

返贫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增加医疗卫生支出，可以提高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直接保障和

改善了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因此减贫效果最佳。 

4.人均农林水事务支出与贫困发生率呈现负向关系。人均农林水事务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141，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

过检验，相对来说，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要小于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减贫效应，但依旧

不可忽视。加大农林水事务支出同样是降低贫困发生率的重要举措。 

5.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与贫困发生率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这和龚维进等的研究结果相符[15]，作为减贫体系中的

重要工具，却未能充分发挥其减贫效应。 

根据文献梳理发现，增加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可以提高贫困户收入，发挥兜底保障作用，助力脱贫。但对贫困居民

的过度兜底引发意外的贪婪效应，诱导贫困人口更加依赖于政府补助，导致减贫效应降低。因此，制定政策时要切合实际且有

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在增加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同时，应该减少对贫困个体的直接公共转移支付。 

6.交互项系数均为负数，即交互项能够有效降低贫困发生率，但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相比，系数大小发生了改变，因此，

可以认为核心解释变量是降低贫困发生率的重要因素,但也受到控制变量的影响。 

四、政策启示 

财政支出是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是“血液”动力来源，财政投入规模对扶贫效果显著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需

要健全完善农村扶贫投入的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的多元化保障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健全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体

系，从而更好提升减贫效果。 

第一，加大政府扶贫投入规模。一是建立扶贫资金稳定投入增长机制，将脱贫攻坚作为财政投入的重点优先保障，进一步

加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增长力度，依据政府财政性教育支出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 4%的要求，适当征收一定比例的扶贫附加

费，以此实现财政扶贫资金的持续稳定增长。二是提升地方可支配财政资金能力。按照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加大财政一

般性转移支付、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建立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的投入增长机制，落实好各级财政扶贫责任和

年度资金安排任务，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特别加大对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脱贫难度大、易返贫的特困区域的

专项扶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重，进而夯实贫困地区基层政府的财力基础，提高其可支配财政资金水平。同时对现

有体制进行改革，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收入来源和支配权。三是加强统筹整合的力度。统筹协调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加大财

政资金清理、整合、规范项目的力度，发挥统筹整合的聚集效应。保持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建立涉农资金整合的长效机制，

扩大资金统筹整合范围，中央和省采取因素法将资金切块下达到县市，减少负面清单限制，充分赋予县级自主权限，适当放宽

资金使用范围，优化涉农资金配置，集中资金办大事，充分发挥县（市、区）在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中的主导作用。 

第二，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一是建立一套由政府、企业及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扶贫资金保障机制，并充分运用协同模式助

力扶贫，通过政府购买方式吸引有实力的企业投身扶贫事业，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强大的资金

支持。二是完善优惠政策，完善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相关优惠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吸引外资、企业

资金、社会中介组织资金等用于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三是发挥“涓滴效应”，建立稳定的横向转移支付机制，鼓励和引导多元

社会力量参与扶贫，通过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其他组织捐赠、机关事业单位捐赠等方式，汇集更多的扶贫资金，并通过制度

化、公开化、高效化的机制发放好、使用好、管理好扶贫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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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强化金融扶贫投入。一是完善农村金融政策，优化金融发展奖补专项资金支持方向，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贫困地区

的信贷投入，推动当地产业发展。安排普惠金融专项资金，引导金融机构支持贫困地区金融组织体系建设，使贫困地区能够享

受更好的金融服务。二是建立农户小额信贷，建立“农户小额贷款”政策，对贷款利息给予部分贴息，支持有意愿贷款的农户

发展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光伏发电、乡村旅游等生产经营项目，发挥产业发展带动增收的作用，保障生产

经营可持续发展。三是完善小额保险助力扶贫攻坚，不断完善小额保险扶贫机制，发挥扶贫的最大功能。政府应对这一类保险

经营者给予必要的免税政策和优惠。创新多元化的承销方式，可利用团体化的规模优势，也可通过直销的方式简化程序、降低

损失。同时，政府应加强教育和宣传，落实主体责任和宣传任务，引导贫困户参与小额保险，不断提高保险的覆盖面和保障率，

保障贫困户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提高贫困人口抗风险能力。 

第四，优化财政扶贫支出机制。一是注重顶层设计。财政不能单纯扮演资金的提供者和行动配合者的角色，应当以科学的

中长期规划为依据，改变“财政万能论”，财政要“到位”，同时也要避免“越位”“错位”，积极参加所涉及领域的顶层设

计和整体规划，确保财政资金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提升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二是创新产业扶贫机制。构建现代农业经营机

制，支持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对龙头企业进行重大技术改造、科技创新、创建高质量品牌和标准等，

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不断提升其适应市场的能力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能力。三是完善教育扶贫机制。

保证财政教育资源投入的公平公正，改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水平，提高贫困地区的师资水平，鼓励城市教师到贫困地区任教，

加强城乡教师的轮换交流，建立青年志愿者到贫困地区支援教育的机制，加大对贫困地区困难家庭的援助力度，减除“教育致

贫”，阻隔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大力提高贫困户的人力资本和个人素质，从精神上和能力上为贫困户“补钙充电”。支持贫

困户从事产业的科技培训，提高贫困户非农就业的竞争力和职业的稳定性，培育和造就一批新型职业农民，使其成为未来乡村

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和建设者。 

第五，完善扶贫资金管理体系。盘活现有的各项规则制度，在系统梳理各个层次及各个系统扶贫政策及制度文件的基础上，

针对不同资金的运作规律，结合各部门的规划和资源禀赋，形成一套对实际工作更具有指导意义的规范性的制度安排。注重顶

层设计的科学性，各级部门压实主体责任，细化管理措施，理清各级部门扶贫资金项目管理职责，规范资金审核程序，细化报

账管理程序，切实加强扶贫资金管理，提高扶贫资金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进一步完善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核机制和监管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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